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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市场转型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比较突

出，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进行利益抗争的行为时有发生。统计分析显示，就影响农民工参

加集体行动的因素来看：农民工的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高，参与集体行动抗争的可能性越

小；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大；农民工对劳动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

越高，越倾向于参与集体行动；农民工在企业结识的地缘网络群体对他们参加集体行动具有

促进作用。就影响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频率的因素来看，在增加了第二层次变量城市 GDP

的影响下：教育程度可以降低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次数；农民工的网络规模跟他们参加集体行

动的次数呈正比；劳动合同可以降低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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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转型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稳

步上升，2003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1090 美元，2006 年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 2000 美元，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比较明显，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日益严重，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比较突出。根据库兹涅茨的倒 U形理论假说，当一国人

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整个社会面临经济发展的拐点（西蒙•库兹涅茨，1955），此时，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等等结构性紧张比较突出，各类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明

显增加。研究表明，近 10 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增长了近 10 倍，一直保持着快速上升的趋

势：1993 年，8709 宗；1999 年，超过 32000 宗；2003 年，60000 宗；2004 年，74000 宗；

2005 年（于建嵘，2007）。2005 年中国百人以上的集体事件就有 4.7 万起，而且呈逐年增加

趋势（赵鼎新，2006）。以广东省为例，从 2001 年到 2004 年，政府有记载的群体性突发事

件从 2358 起增加到 4008 起（蔡禾，2007）。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广东社会与人口发展蓝

皮书》也指出：“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刘小敏，郑梓桢，2005） 

可见，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大众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方式，农民、

农民工、小区业主和企业工人是当下各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其中又以农民工集体行

动进行利益表达的现象尤为突出。据统计，2003 年广东惠州市因农民工拖欠工资引发的集

体上访、罢工等群体性突发事件 85 起，占突发事件总数的 85％（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

会，2004）。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自 2000 年至 2004 年，因利益受侵害而参加群体行动的农

民工从 2001 年的 16 万多人次增加到 2005 年的 25 万人次（冯建华，2008）。因此，频繁发

生的农民工发起群体事件进行利益表达的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1本研究得到蔡禾教授主持的（200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

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的写作得到了蔡禾教授的悉心指点，特此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长期以来，控制与反抗是劳资关系永恒的主题，资方追求效率和劳方期待公平之间的利

益诉求导致劳资矛盾的加剧，会引发诸如工人的罢工、集会等等抗议行动。依据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市场化的发展会加剧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劳资纠纷，当传统的庇护—依赖

型社会契约被具有自主性和追逐利润的管理者所取代后，劳资关系的紧张不可避免

（Edwards，1979）。其次，经济现代化会导致民主化，市场经济的溢出效应还会加强人们的

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的要求（Friedman，1962）。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一方是追求效率和利

润，拥有权力和占据资源的资本家和利益集团，另一方是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工，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他们必然要求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教育的普及为工人阶级和底层

劳工争取利益提供了工具，因此，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工人更有可能向企业管理者发出挑战

（Inkeles，1974）。最后，从微观角度来看，工人对现状不满或者现实与期望的差别较大，

都会导致人们对管理者的挑战（Ted R.Gurr，1971），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会强化他们的不满

和反抗行动。 

可见，西方研究中关于社会抗议的理论大多都根植于一种经济学解释——无论从马克思

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都是强调经济上的不满（裴谊理，2008）。20 世纪 60

年代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家拒绝了经济解释，转而对心理学的解释产生兴趣（裴谊理，2008）。

格尔提出了“相对剥夺概念”，从心理学角度指出不是绝对的经济剥削而是相对剥夺感，导

致了人们造反和抗议（Gurr，1970）。因此，不管是经济剥夺还是心理剥夺，利益受损的行

动者都会采用一定的方式进行反抗，从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但是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政

治机会机构、不同社会情景，人们的反抗方式或者说人们的利益表达方式存在区别。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大众利益表达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四种利益团体的群体行

动：都市小区业主和国有企业工人的维权行动（刘能，2004；石发勇，2005；张磊，2005；

何艳玲，2005；冯仕政，2006；佟新，2006；陈映芳，2006；），城市农民（包括城中村农民、

城乡接合部农民）围绕土地征收及相关利益分配而引发的集体行动（孔雯、彭浩，2004；李

怀，2005），农村地区的农民对抗基层政府及相关企业的群体事件（李连江、欧博文，1996

赵树凯，1999，2003，2004，2006；张静，2004；于建嵘，2000，2004，2005，2006；翁定

军，2005；肖唐彪，2003，2004；应星、景军，2000；应星，2002，2007），城市农民工的

利益表达研究（郑广怀，2005；冯建华，2008）。可见，国内关于群体行动的实证研究都是

在探讨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争夺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和决定机制。市场经

济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为不同利益群体的维权行动提供了动员资源和政治机会结构，不同

社会群体总是在现有的政治结构和制度背景下进行利益表达。 

（1）结构变迁与群体行动 

长期以来，政治及其社会运动是社会精英的专利，底层社会群体不能发声，也不能参与

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他们是被控制和统治的对象，他们是分散的和不能合作的社会个体。

因此，在结构主义看来，政治运动需要资源、网络和口号，各种社会运动的发生总是在特定

的政治机会结构中产生的，而政治精英利用各种资源、手段进行动员和宣传，最终导致社会

运动的出现。而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力量重组和社会利益重新分配，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

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被破坏，人们利用现有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设置进行各种各样的利益

维权和利益表达，这种制度结构制约下的个体理性选择是解释当前各类社会运动的基本逻

辑。 
斯科特指出，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型引发的制度变革和结构变迁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

地位进行了重构，世界资本主义和国际市场的侵入削弱了农村传统的关系（斯科特，1976），

农村社会新出现的利益冲突和基层政府的行为失范，改变了农村原有的权威结构，引发了大

量农民对抗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于建嵘，2000，2004，2005，2006）。李连江和欧博文提出



“依法抗争”的概念，指农民以政策作为抗争的依据，农民信任中央政府而对抗基层政府（李

连江、欧博文；1996），胡荣也指出农民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

却偏低（胡荣，2007），这种结构性的不信任是导致农民抵抗行为的根本原因。于建嵘提出

“以法抗争”，分析了农民主动抗争的方式和手段，从资源性向政治权利抗争转变（于建嵘，

2003），此时的农民抗争开始将个人能动与制度结构结合起来行动，应星、景军等人的研究

也属于这种类型（应星、景军，2006；应星，2002，2007）。 

反观城市居民的集体行动，工人集体行动和市民维权行动是与国企改革和中国房地产业

的发展密不可分。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和不同利益主体的形成，从而导

致国企下岗工人大规模的抗争，冯仕政分析了单位结构对工人集体行动的影响（冯仕政，

2006），佟新指出转型时期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化结构导致工人的集体行动（佟新，2006）；传

统的单位制社区解体和小区业主群体的形成，城市征地农民和小区业主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

的矛盾和对立一直存在，陈映芳指出当前中国城市中普遍出现的中产阶层市民的组织化维权

运动受到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对的有限制（陈映芳，2006）何艳玲指出在单位制时期的街区

时代，基层社会出现的维权性集体抗争在不断兴起（何艳玲，2005）。 

可见，在结构主义视角下，结构变迁和制度松动是造成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利益群体参

参加群体行动的重要原因。 

（3）组织动员、关系网络和群体行动 

与制度和结构视角不同，有研究人员指出为什么处在同样的制度结构和经济条件下，为

什么有些人参加群体行动，有些人不参加群体行动，这与不同利益群体的资源动员能力存在

差异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组织因素和网络因素在不同社会群体的维权行动中的影

响和作用。石发勇指出当前维权市民在“分裂”的行政体系和威权主义结构的背景下，运用

关系网络可以促进其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成员的网络和及其社会成员对关系网络的运用可以

有效的促使集体行动的成功（石发勇，2005），刘能分析了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产生的宏

观过程个体行动者选择参与的微观过程（刘能，2004）；张磊运用北京小区调查资料，结合

宏观的利益集团社会政治视角与中、微观的维权运动动员机制,考察网络对业主维权运动的

作用（张磊，2006）。 

可见，在结构主义视角、个体主义视角和综合视角下社会成员的群体事件的成因和行动

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制度变迁和行动者的关系网络是研究人员探讨群体事件的重要切

入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推进，在总体性社会不断分解和社会分化程度

不断提高的市场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当下中国，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性和理性行动得到了极大

彰显，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在社会结构和个体选择之间展开，具有共同利益的社

会成员所组成的社会利益群体在遭遇利益侵犯和社会困境时，通常会将抗争的矛头指向地方

政府或中央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因此，当代中国出现的各类群体事件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在

既有的制度背景和政治机会结构下形成的人民内部矛盾冲突，大多数群体事件的行动目的都

与经济诉求有关，比如失业下岗工人的工资补偿、失地农民的房屋置换、农民工的讨薪行动

等等。参与这些不涉及政治制度和权力分配的群体事件的社会成员多是社会弱式群体，比如

农民、农民工和失业下岗工人等等。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式群体，他们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和变

迁又具有其他社会阶层不同的独特的生活结构和群体特征。 

但是，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工

业化发展的产物，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越久，工作时间越长，参与中国工业化建

设的程度越深，那么农民工与地方政府、企业资方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也就越来越多。因此，

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城市农民工的集体行动是如何发生的，哪些因素会导致农民工选择集体行

动，什么因素会影响农民工的多次集体行动？影响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背后的社会机制到底

是什么？本文基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于 2006 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数



据，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下面，我们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情况，本文主要用“是

否参加群体行动”和“如果有，那么参加群体行动的次数是多少”这两个嵌套指标来测量。 

依据表 1 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12.5％的农民工参加过群体行动。 

 

表 1：是否参加群体行动 

是否参加群体行动 频数 百分比 

没有参加 2694 87.5 

有参加 386 12.5 

合计 3080 100.0 

 

从参加群体行动的次数来看，9.2％的农民工参加过一次群体行动，2.0％的农民工参加

过两次，0.7％的农民工参加过 3 次，0.1％的农民工参加过 4 次，0.1％的农民工参加过 5

次，0.3％的农民工参加过 6 次。 

 

表 2：参加群体行动次数 

参见群体行动次数 频数 百分比 

0 2705 87.7 

1 283 9.2 

2 61 2.0 

3 21 0.7 

4 4 0.1 

5 4 0.1 

6 8 0.3 

合计 3086 100.0 

 

2006 年广东全省的农民工总量 2000 万，按照 12.5％的农民工有参加过群体行动的比例

计算，每年参加集体行动的农民工就有 250 万人，按照将近 10％的农民工参加过一次群体

行动，那么广东省每年会出现 184 万人次参加群体性事件。 

 
                              二、样本与指标 

 

（一）样本 

本文数据来自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的

问卷调查资料。该课题的问卷调查在珠江三角洲九个地级市地区展开，取样办法首先是以外

来人口比例分配九个地区的样本量；然后按各个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分配第二、第三

产业中的样本量；最后通过“拦截”和“滚雪球”的方法获取被访对象。考虑到广东地区语

言的多样性，访问员均来自于家庭居住在这九个地区的大学生。调查于 2006 年 7-8 月正式

展开，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3086 份（指企业就业农民工，不包含非正式就业农民工）。 

样本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表 3：样本基本情况 

选项 频数（％） 

性别 1639(53.1%)，女 1447(46.9%) 



 

年龄 

25 岁及以下：1631 (52.8%) ,，26－30 岁：510 (16.5%) ，31 －35 岁：393(12.7%) ，36 - 40 岁：279 (9.1%) ，

41 - 45 岁：147 (4.8%) ，46 - 50 岁：70(2.3%)，51 - 55 岁：38 (1.3%)，55 岁以上：16(0.5%)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571 (18.5 %) ,初中:1582 (51.3 %) ,高中:473 (15.3 %) ,中专或技校:366 (11.9 %) ,大专:91 

(2.9 %) ,不清楚:2 (0.1 %) 

婚姻状况 未婚: 1701 ( 55.1 %) , 已婚: 1342 ( 43.4 %) , 离婚: 30 ( 1.0 %) , 丧偶: 12(0.4 %) 

城市分布 广州 415 ( 13.4 %) , 深圳 758 ( 24.6 %) , 珠海 194 ( 6.3 %) , 佛山 273(8.8 %) ,肇庆 198(6.4 %) ,东

莞 612(19.8 %) ,惠州 205(6.6 %) ,中山 199(6.4 %) ,江门 232(7.5 %) 

 
（二）变量 

1、因变量： 

是否参加集体行动。投诉指农民工为争取自己的权益向当地政府、劳动局、公安司法部

门、卫生部门、信访办等机构反映问题，提出申诉（是=1，否=0）。 

    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计数变量） 

2、自变量 

（1）性别（男＝1，女＝0） 

（2）年龄（连续变量） 

（3）教育程度（连续变量，小学及以下＝6，初中＝9，高中和中专职高＝12，大专＝

15）。 

（4）企业所有制（公有企业（包括国有和集体）=1，非公有企业（包括外资和私营）

=0）。 

（5）绝对剥夺感。绝对剥夺感指农民工直接感受到的分配不公或利益侵害，通过因子

分析获取。对该因子做出贡献的指标是：“我受到了老板的剥削”、“这个社会很不公平”、“我

的收入并没有体现出我的劳动价值”（连续变量）。 

（6）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指农民工对自身目前利益所得水平与过去利益所得水平

的比较评价。其测量是：“与在家乡相比，进城打工后您觉得自己现在的社会地位？”（有提

高=1，没有提高或下降=0） 

（7）法律认知水平。其测量是：“您是否了解劳动法？”（完全不知道＝1，不熟悉＝2，

一般＝3，比较熟悉＝4，很熟悉＝5） 

（8）在打工地的朋友数（连续变量）。 

（9）是否参加企业同乡会（是＝1，否＝0）。 

（10）居住模式（企业集体宿舍＝1，非企业集中宿舍＝0）， 

（11）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1，否＝0）。 

 

二、影响农民工是否参加集体行动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此，我们以“是否参加集体行动”作为因变量，将其他因素作为自变量运用 SPSS 统

计软件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下所示： 

 

表 4：集体行动维权的影响因素（Logistic Regression） 

 有集体行动  VS  无集体行动 

B EXP(B) 

 

 

年龄 -0.023*** 0.977 

性别（女＝0） 0.329*** 1.389 



特征变量 教育程度 -0.132*** 0.876 

 

 

认知变量 

劳动法认知水平 0.271*** 1.311 

相对剥夺感 -0.078 0.925 

绝对剥夺感 -0.301*** 0.740 

 

网络变量 

打工地朋友数量 0.007 1.007 

参加企业同乡会（没有＝0） 0.475* 1.608 

 

 

制度变量 

居住模式（单独居住＝0） -0.005 0.995 

劳动合同（没有＝0） -0.147 0.864 

企业性质（非公有＝0） 0.130 1.138 

常数 -0.693 

N 1952 

Chi-square 49.73 

-2 Log likelihood 1425.06 

Nagelkerke R Square 0.067 

注：*** p<0.01, ** p<0.05, * p<0.1 

     

    统计分析显示，制度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参加集体行动表达利益没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

特征变量、认知变量和网络变量对他们参与集体行动进行利益抗争有显著影响。 

在特征变量方面，农民工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维权具有负向影响，

农民工的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高，参与集体行动抗争的可能性越小。农民工的非制度化利

益表达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参与集体行动抗争的积极性比女性高很多，男性参与集体

行动抗争的可能性是女性参与集体行动抗争的 1.4 倍。 

在认知变量上，农民工的劳动法认知水平和绝对剥夺感对他们参与非正式的利益表达具

有显著影响。其中，劳动法认知水平对农民工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正向影响，农民工对劳

动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参与非正式的利益抗争行动，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时，很多人倾向于选择诸如“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集体上访等”方式来

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农民工的绝对剥夺感对他们是否参加集体行动具有负向影响，绝对剥

夺感越强烈，也就是对他们的劳动剥削越反感，农民工参与非制度化的集体行动抗争和维权

的可能性越高。而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即他们的地位变化情况对他们是否参加集体行动没

有影响。 

在网络变量方面，农民工的网络规模对他们是否参加集体行动维权没有显著影响，而农

民工的网络类型，即参与了企业同乡会的农民工比没有参加企业同乡会的农民工具有更强的

参加集体行动维权的概率。这表明，农民工在企业结识的地缘网络群体对他们参加非正式的

利益抗争具有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农民工先天的地缘网络而非先天的工友网络有利于农民

工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 

 

三、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次数的泊松回归分析 

 
一般来说属于数量的因变量，如果取值范围较小，并且取值为非负整数值，在统计中称

为计数变量，严格地说，这种变量的分布既不是连续的，也不是正态的，可以假设其服从泊



松分布，可发展基于泊松分布的回归模型2。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显然服从泊松分布，

因为很多农民工没有参加集体行动，即使参加集体行动的农民工也只可能是有限的次数，并

且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是不连续的，具有显著的离散特性，依据下图的统计结果，我们发现，

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显然符合泊松分布，可以用泊松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下面，我们首先观察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是否属于泊松分布，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 1：农民工集体行动次数的模型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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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图的分析结果，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农民工的换工次数符合泊松分布，由于农民工

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并非是一个增长函数，所以不能使用增长函数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1955 年所提出来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

曲线，即倒 U 形理论假说，当一国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整个社会面临经济发展的拐点，

此时，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等等结构性紧张比较突出，各类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明显增加。

具体到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由于区位优势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基础差异甚大，

各种生产要素必然向平均利润率高的地区转移和积聚，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也不例外。 

我们在第二层次模型中，引入地区经济总量作为宏观变量，探讨不同城市的 GDP 对城市

农民工群体行动次数的影响。 

下面，我们建立了关于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次数的泊松回归模型： 

 

                          表 5：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次数的泊松模型 

 参加集体行动次数 城市 GDP 

 年龄 -0.0169  

                                                        
2 Greence W.Econometric Analysis (4th.ed). New Jersey.Prentice Hall,2000. 



 

特征变量 

性别（女＝0） 0.00732  

 

 

 

 

 

0.210* 

教育程度 -0.0910** 

 

 

认知变量 

劳动法认知水平 0.117 

相对剥夺感 -0.122 

绝对剥夺感 0.0823 

 

网络变量 

打工地朋友数量 0.0157*** 

参加企业同乡会（没有＝0） -0.129 

 

 

制度变量 

居住模式（单独居住＝0） 0.174 

劳动合同（没有＝0） -0.416** 

企业性质（非公有＝0） -0.427 

常数 0.0259 

N 474 

Log likelihood -400.50 

注：*** p<0.01, ** p<0.05, * p<0.1 

 
依据上表的统计分析结果，在加入第二层次变量城市 GDP 的影响下，我们可以得出下

述基本的结论： 
在特征变量上，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有负向影响，农民工的

教育程度越高，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也就越少。教育程度可以降低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次数。 

在网络变量上，农民工的朋友数量越多，集体行动参加次数也越多，农民工的网络规模

跟他们参加集体行动的次数呈正比。 

在制度变量上，没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次数越多，劳动可以降低农民工参

加集体行动的频率。 

在第二层次的变量上，我们增加了农民工所在城市 GDP，也即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我们发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成正比，也就是城市经

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越高。 

 

                        四、基本的结论和讨论 

 

可见，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不同，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阶层，从严格意

义上说，农民工工既不属于一个阶级，因为对于工人罢工的研究证明，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

阶级，工人总是在斗争中获得阶级意识，从而成为一个阶级（潘毅，2005）；农民工也不能

界定为一个社会阶层，阶层是阶级的具体化，充其量可以被称作是一个在意识和行动上正在

趋向阶层化的阶层（王春光，2006）。因此，农民工是一个松散的社会群体，一个缺乏自组

织性的人群聚合体。他们的集体行动具有不同于失地农民、企业下岗工人和城市小区业主的

利益表达，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工的集体行动和参加集体行动次数具有

以下特点： 

（一）新生代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维权的可能性较大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也就是在农民工群体中年龄较轻、教育程度较高、男性农民工，他



们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高。换句话来说，那些年龄较轻、教育程度较高的男性农民工也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

代际更替，20 世纪 80 年代出身的青年农民工（或者说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调查显示，年龄在 25 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占调查总体的 52.9％，并

且他们的未婚比例是 91.0％，教育程度在高中（含中专、技校）及以上的占 35.7％，平均

受教育年限是 9.9 年。可见，未婚、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选择非正式的集体行动维权的可能性要比中老年农民工高得多。 

（二）法律认知水平有助于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维权 

劳动法认知水平对农民工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正向影响，农民工对劳动法的了解和掌

握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参与非正式的利益抗争行动。可见，法律意识对农民工的维权行动具

有重要的影响，懂法的农民工不仅具有较强的维权行动意识，而且具有较强的参加集体行动

维权的能力。 

在当前中国强国家、强资本和弱劳工的三方利益中，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除了制

定法律制度约束国家和资本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侵害，此外，最主要的是提高农民工的行动

能力，包括自我保护能力和维权能力。一方面，农民工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技能素质，不断增

强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农民工要具有较强的维权能力，在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时候，要学会运用武器来防卫。因此，法律教育或者说增强农民工的法律认识水平，不仅

可以增强农民工适应市场经济和城市法制社会的能力，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维权能力，面临

劳资纠纷的时候可以进行利益表达和抗争。这样一来，即使农民工因为劳资纠纷出现了不满

和怨恨，可以及时地将他们的不满和怨恨通过制度化途径解决，从而不至出现影响城市社会

的正常运转。 

（三）地缘网络能够增进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农民工在企业结识的地缘网络群体对他们参加非正式的利益抗争具有促进作用，也就是

说，农民工非正式的地缘网络而非正式的工友网络有利于农民工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也即

共同外出或在城市结识的农民工会依靠关系网络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一般来说，农民工非正式的地缘网络包括他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等等。这些人

要么是农民工外出打工时结成的小团体，要么是在企业工作时候结识的老乡朋友，这种类型

的朋友群体，不管是在地缘上，还是在关系亲密程度上，都类似于乡土社区的生活共同体。

这种生活共同体不仅既有较强的凝聚力，而且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并且这种具有乡

土社会传统的生活共同体的关系网络对农民工的整合行动能力比较强，能够将农民工的维权

行动限制在农民所认为的“合理合法”的语境下进行，从而保证农民工的维权行动得到有效

实施。 

（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也越高 

在加入第二层次变量的模型中，我们主要探讨了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次数的影响因素。

在统计分析中，我们发现，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也就越

高。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从事的行业分布主要是

服装、制鞋、玩具、电子等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而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又主要集中在

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这四个城市，相对珠三角地区的其他 5 个城市而言，广州、深圳、

东莞和佛山这 4 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容纳的农民工数量也相对较多，大量农民

工聚集在城市参与当地经济建设的程度越深，那么农民工与地方政府、企业资方之间的矛盾

和纠纷也就越来越多。此外，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吸纳大量外来劳动力从事生产，而这些产

业处在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参与利润分配的份额很少，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生产，企业经常

压缩用工成本，降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加上法律制度和国家政策不完善，企业拖欠工资



和克扣工资行为时有发生。这样一来，农民工数量越多的城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

农民工群体事件的发生概率也越高。 

因此，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都市基于经济利益为诉求的集体行动，他

们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自己被侵害的合法权益，比如工资权利、人身权利等等，而很少有各

种政治诉求、价值诉求之类的集体运动。因此，在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没有完成的

过程中，农民工参加集体行动的频率必然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 

总之，地方政府应付农民工发动的以经济利益为诉求目标的集体行动，无非是需要支付

一些“安定团结费”（赵鼎新，2006）。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是

不一致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越强，地方政府可动用的货币

能力也就越强。因此，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的提高，政府支付能力越强，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

的次数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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